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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兴科学技术深度嵌入公共管理实践，与治理技术融合，形成技术治理。不同于传统 “技治主义”，

技术治理 （技治）是运用治理技术与科学技术实施公共管理的全新范式。从 “权治”到 “法治”再到 “技

治”，体现了从 “神权”到 “契约权”再到 “知识权”的公共权力合法性来源范式转换，也是治理技术与科学

技术从分立、离散到双向奔赴、深度融合的发展过程，内涵着深刻的政治哲学意蕴。技术治理具有深厚的历史

发展脉络与广泛的现实实践基础。以技治为视角，权治是治理技术发展的初级阶段，法治是治理技术发展的高

级形态，两者都是技治的表现形式，技术治理是具有理论解释力的理论范式。构建技术治理理论，是建构中国

公共管理学、政治学自主概念的理论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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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新兴科学技术应用于公共管理，深度嵌入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实践，能有效突破传统公共管理的物理边

界、超越时空限制，极大提升公共管理的效率与效能，给公共管理理念、方式、工具等带来前所未有的影响。

在浙江省杭州市，有关部门通过大数据技术实时监测居民用水用电时间、用水用电量，及时发现、预警异常

情况，智能提醒社区网格或相关部门介入，救治独居老人、应对突发状况、查处违法犯罪。在上海，“一网统

管”将 １４９５万个井盖、路灯、消防栓等城市部件，２６８１６公里的地下管网，５５２９个工地和深基坑，１４０２０个
小区，７０００多城管人员队伍和车辆有效链接，助力交通、应急等公共事务治理。不仅如此，大数据技术还可
以收集、分析、挖掘海量数据，从中寻找公共事务潜在规律、客观逻辑与演变过程，为政府决策提供依据。

从初入电子化时期用于社会治安管理的 “电子监控”，到互联网时代综合性社区治理 “智慧安防”，再到

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时代的 “城市大脑”和 “整体智治”，以及防控新冠疫情的健康码、用于追踪疫

情风险人群的大数据及人工智能技术的综合应用，突显出新兴科学技术的强大公共管理功能，表明科学技术

在公共管理领域的应用已经从单一、低端、交互性较低的工具性角色，走向综合、高端、交互性显著增强的

集成性治理。有理由相信，随着大数据、区块链、量子技术、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进一步发展，科学技术

在公共管理领域的应用必将与治理技术深度融合，走向更为高级、综合、系统的智慧化、智能化阶段。

早在 ２０１６年，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就与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建设 “智慧司法”系统，探索大数

据、人工智能在司法审判中的辅助应用，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对历史卷宗、庭审、判案数据进行统计、

分析、归纳、总结，开发 “刑事案件智能辅助办案系统”，帮助庭审法官分析刑事案件证据链，辅助法官判

案。这不仅预示着已经可以预期 “智慧法官”，更表明科学技术在公共管理中的应用已经从辅助性工具的一

般性应用走向复杂性专业领域的功能性治理，开始 “行使国家权力”，在专业知识和技能要求极高、传统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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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由人脑履行的 “智能”式公共管理领域发挥作用，实现由一般性技术工具向专业性技术权力跨越。无论愿

意与否、承认与否，治理技术与科学技术深度融合、行使公共管理权力的技术治理时代已经来临。

事实上，技术治理随着人类产生而出现，只是在新兴科技被广泛应用于公共管理实践的当代才愈益突显。

与科学技术在公共管理中的应用相对应，中国古代诸子思想，特别是儒家、法家思想在国家治理中的应用，

西方 “古希腊民主制”“三权分立”“法治”思想的政治实践，基于科层制、科学管理基础上的现代公共行

政、公共管理思想及其应用等，都是作为 “软科学”的治理思想与实践运用的重要表现，只是它们在历史上

更多地表现为 “统治术”“管理术”，亦可以用当代公共管理理念将其称作 “治理技术”。另一方面，古代修

桥造路、建设民生和政治工程、治理自然与社会灾害，都是科学技术初步服务公共管理的萌芽体现。进入互

联网、信息化、数字化时代，科学技术在国家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中的应用更加广泛，治理技术和科

学技术深度融合形成的技术治理在公共管理领域的表现与作用日益突显。

新兴技术在极大增进人类福祉的同时，也产生了 “数据鸿沟”“技术鸿沟”，带来 “数字遗民”“技术遗

民”以及公民隐私权保护等诸多伦理问题。不仅如此，科学技术与治理技术的应用会形成对服务对象和治理

对象的 “技术权力”，使科学技术与治理技术使用者成为事实上的公共权力拥有者，或强化既有公共权力拥

有者的 “治理”与 “统治”效能，迫使 “数据贫民”“技术贫民”“知识贫民”被动接受其 “治理势能”，变

成自主性逐步丧失、却又自以为理性的 “积极性被统治者”，进而固化 “中心—边缘”式权力控制型社会权

力结构关系，影响可能更加深远。那么，究竟什么是技术治理？技术治理的历史镜像与发展趋势如何？技术

治理体现了怎样的政治哲学逻辑？这是本研究着力回答的问题。

二、技术治理的理论对话与内涵重构

“技术治理”思想发端于柏拉图。柏拉图主张，“哲学家成为我们这些国家的国王，或者我们目前称之为

国王和统治者的那些人物，能严肃认真地追求智慧，使政治权力与聪明才智合而为一”①，这种 “哲学王”治

国的思想内含着通过治理技术以治理国家的 “技术治理”理念。培根设想以科学家与技术专家组成 “所罗门

之宫”来指导和运作科学的乌托邦。② 圣西门主张实业家与科学家联合治理③，希望组建牛顿协会 （总汇）以

代替教会行使世俗政权管理权力。④

１９世纪下半叶，一些学者倡导社会运行理性化、政治运作科学化，主张将科学技术运用到社会变革和改
造活动中。⑤ 进入 ２０世纪，以 “科学管理”和 “专家政治”为核心立场，技术治理发展成专家治国的 “技治

主义”（Ｔｅｃｈｎｏｃｒａｔｉｓｍ）。⑥ 斯科特提出 “技术治理是社会秩序的科学应用”⑦，主张工程师掌握国家统治权，

根据技术原则管理社会，形成 “技术—统治”术语。凡勃伦主张 “技术人员苏维埃”⑧、泰罗创立科学管理理

论⑨等，成为技治主义的代表性理论。技治主义的关键内核是 “科学管理”和 “专家统治”，主张由掌握科学

知识的技术专家用科学的方法领导政府，治理与改造社会。瑏瑠

技治主义甫经提出就受到猛烈批评。哈耶克反对将自然科学原则植入社会科学领域、将其运用于社会治

理的唯科学主义思维，认为技治主义不承认个人理性能力有限，反而使人类理性没有发挥应有作用瑏瑡，技治主

义对理性的滥用导致 ２０世纪极权主义的兴起，技术专家因而也就成为极权主义的帮凶。瑏瑢 与哈耶克关注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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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差异不同，伍德关注技治主义对社会现实的影响，他认为新世界秩序的特洛伊木马不是共

产主义、社会主义或纳粹主义，而是技术统治，世界被极少数技术精英操控，他们用 “法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代替 “法治”（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利用技术手段实现对社会的全面控制。① 马尔库塞指出，“工业化的技术就是政
治的技术”②；劳斯主张 “知识就是权力，并且权力就是知识”。③ 他们否认科学技术的认识论意义及其作为客

观真理的价值，认为科学技术介入国家治理过程，必然加剧科学技术的权力效应，导致技术统治社会的悖反

性现象。④

事实上，关于技治主义的讨论，以社会运行理性化尤其是政治运作科学化为逻辑起点，以能否实现这一

目标为终点。已有研究，特别是对技治主义的批判，揭示了起点和终点间的两种偏离可能：一是技术治理无

法实现社会运行理性化、提高社会治理效率，反而与理性化背道而驰，加重公共管理负担；二是技术治理在

推动社会运行理性化的过程中过度发展，最终使工具理性损伤价值理性。技术理性作为工具理性的典型表现，

是一种以科学技术为核心的、占统治地位的思维方式，认为科学技术是影响人类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以科技

为中介，将理性推到了整个社会至高无上的地位。⑤ 哈贝马斯将技治主义批判的矛头指向技术理性，认为当技

术的合理性转化为统治的合理性时，必然导致 “技术进步＝社会财富的增长 （社会生产总值的增长）＝奴役
的加强”。⑥

对于技术理性的过度追求使技术治理将社会视为实现治理效率的实验室⑦，不仅将政治运作简化为技术

运作，依靠行政技术、信息手段实现对社会价值诉求的吸纳与替代⑧，甚至形成效率高于一切的社会风气，自

然及其产物被视为工具性存在，人类活动趋于功利化，导致人文精神和自然价值沦丧。以波兹曼为代表的反

技治主义者则从技术与官僚紧密结合的现实出发，提出技术手段尽管以提高效率的名义与官僚机构相结合，

其结果未必是提高效率，而是增加管理信息量，把注意力从整体改进官僚机构转向技术细节。⑨ 芬伯格认为技

术治理的初衷是促进社会运行理性化，但在技术设计过程中，非技术性社会要素的参与不可避免，因此，以

技术为基础的技治主义并非真理性，而是部分人借着理性、科学和技术的幌子实施极权管理，导致技术治理

背离其追求的理性初衷、与民主政治立场相矛盾。瑏瑠 近年来，西方主流舆论中充斥着对技治主义的批评意

见瑏瑡，一些学者甚至倾向于将 “技治主义”（Ｔｅｃｈｎｏｃｒａｃｙ）与 “民粹主义”（Ｐｏｐｕｌｉｓｍ）相对应瑏瑢，一定程度上

体现了西方知识界对技术治理的警惕与偏见。

对技治主义的批判未能阻止技术治理的实践发展。“２０世纪下半叶，技术治理已然成为全球社会治理和
政治活动中最重要和最明显的趋势。”瑏瑣 渠敬东等把技术治理引入中国政治场域，提出中国社会结构经历了由

“改革开放前的总体支配向改革开放后技术治理的变迁”。瑏瑤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日益复杂，治理任

务加重，传统治理技术已无法满足复杂社会治理的现实需要，在此背景下，现代科学技术 “出场”，成为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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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治理重要辅助工具。以安装监控服务治安管理为肇始，技术治理在项目制①、精准扶贫②、城市公共安全③、

政务服务智能化④、流动人口管控⑤等领域的场景性应用不断拓展、深化。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技术深度

介入公共管理领域，技术治理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社会治理改革和实践的主导逻辑。⑥ 技术乐观主义者相信技术

治理拥有着光明前景，“信息技术日渐转化为生产力要素推动着社会关系的变革”。⑦ 技术治理推动生产关系

变革的同时也提升了社会运转效率，“在技术治理的背景下，人工智能相较于人类智能在很多方面可以带来无

限便利，保障了社会控制的高效率”。⑧

由于相信 “互联网渗透可以显著提高一个国家一段时间内的民主化程度”⑨，大数据技术可以解决 “民主

参与不充分和民主不参与等问题”瑏瑠，“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公民参与对体制的冲击”瑏瑡，许多学者对技术进步

推动民主化寄予厚望，但研究发现，技术进步不断侵蚀政府权力，政府作为传统公共服务主要供给者的角色

日益消解，新技术巨头正在 “分割政府角色和公共管理职能”瑏瑢，掌握算法的人会逐渐掌握实际权力，“人工

智能的算法已经成为了一种非国家力量的 ‘准公权力’，会影响甚至代替公权力进行决策”。瑏瑣 技术官僚 （技

术专家）可以突破传统科层制森严的等级与漫长的信息传递链条所导致的信息失真，实现 “对官僚制的占

领”瑏瑤，成为决策权力拥有者。瑏瑥 有学者甚至认为技术进步可以解决计划经济时代无法解决的信息问题，使重

回 “计划经济”成为可能。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有效拓展了国家治理的理论内涵与实践空

间瑏瑦，可能会彻底颠覆现有国家理论，建基于战争、暴力、疆域基础上的传统国家理论在技术革命条件下有可

能会被改写。瑏瑧

面对技术治理汹涌来势，人们 “再度”反思技术治理可能存在的弊端。抛除 “人工智能威胁论”不谈，

虽然技术治理突破科层制的种种弊病给人们带来许多想象，但研究表明，技术治理既受技术逻辑支配，又受

政治逻辑支配，技术赋能科层制的同时也被科层制规制和俘获瑏瑨，无所不能的技术治理存在 “四重幻象”瑏瑩，

人们可能夸大了技术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简化了国家治理的复杂复合逻辑。瑐瑠 政府希望通过技术治理实现所

谓的超然与技术中立也受到诸多质疑，人们认为技术治理容易陷入悖论。“国家通过技术之眼观察社会时，看

到的可能是自己的影子。”瑐瑡 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科学和技术支撑，但也要提防技术治理

导致 “术”压倒 “道”，进而滑向技术型治理的深渊，产生 “技术操控、治理绩效内卷化与高成本困境、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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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政治钝化与极化”① 以及 “数字利维坦”等技术风险。②

造成上述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尽管实践中的 “技术治理”包含着对人类社会运行理性化的美好愿

景，但本质上仍未走出传统管理型行政乃至统治型行政 “治理技术”主导的窠臼，科学技术在国家治理中的

应用只是统治者统治国家或管理者管理社会的工具。或者说，截至目前，技术治理的理论与实践仍存在误区，

现有技术治理仍处于 “技制”（ｒｕｌｅ ｂｙ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阶段，科学技术以从属者的地位、作为治理技术的工具性
应用出现于政治领域，只是公共管理 “主体”治理 “客体”的辅助手段，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技术应用的伦

理问题。思想家们对于技术治理，特别是对技治主义的批判，也仅限于对科学技术参与或主导公共管理过程

导致的种种问题的批判，对治理技术的技术本质认识不足，对技术治理实践现状及未来趋势、价值与危害的

认识不足。

总体而言，无论是古希腊时期、工业时代还是当前关于数字治理的理论探讨，技术治理研究始终围绕科

技因素在公共管理领域的应用，沿着 “技术治理思想—技治主义—反思技治主义—技术治理实践”线索展

开，既探讨技术治理及其影响，也关注其现实困境及消解路径。然而，在这场讨论中，诸多问题依然悬而未

决。技术治理的 “技术”内涵及其实质是什么？技术治理是将持续深化、不断发展的客观必然，还是要加以

批判、挞伐、抛弃或阻止的暂时现象？技术治理实践日益深化的现实背景下，有无可能重新界定其内涵与外

延，重新认识治理技术的技术治理角色，重新认识科学技术、治理技术与技术治理间的关系，建构驯化 “技

维坦”的理论与制度框架，使技术治理更好服务于高度复杂性、高度不确定性时代的公共管理，更好服务于

公共利益？这些都是需要思考的问题。

什么是技术治理？刘永谋认为，技术治理是用科学原理和技术方法从根本上改造公共管理活动，并由接

受过系统科学教育的专家掌握政治尤其是行使权力③，主旨 “在于将自然科学技术运用于社会公共管理领域，

尽可能提高社会运行效率，最终改善人类生活”。④ 张铤、程乐认为：“技术治理主要指政府部门将信息通信

技术等科技嵌入公共管理，利用科技手段以期提升公共管理效能。技术治理强调科技手段在公共管理中的应

用，偏重技术的工具理性。”⑤ 颜昌武认为，技术治理包括作为治理对象的技术治理、作为治理手段的技术治

理、作为治理机制的技术治理、作为治理理念的技术治理。⑥ 彭亚平认为：“在治理成为国家对社会的专属名

词后，技术治理则可被视为国家对社会的复杂性化简。命名术、分类学等语言和概念技术把复杂、模糊的社

会情境简化成犯罪、贫富差距、瘟疫、外敌入侵等一个个不断涌现出来亟待国家解决的议题。”⑦

可以看出，学界对技术治理的内涵与外延并没有形成共识，造成这一问题的根源是对 “技术”的理解存

在两种倾向。一种倾向认为，技术指基于自然科学理论形成的 “硬技术”，是对自然资源有意识、有目的地

加工而形成的智识成果⑧，判别特定事务是否属于技术范畴要看它是否建立于物理现象之上⑨，只有基于自然

科学和物理现象之上的智识成果，才属技术范畴。另一种倾向认为，技术不仅包括基于自然科学知识形成的

“硬技术”，还包括基于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形成的 “软技术”，如组织设计技术、决策技术、绩效管理技术、

心理辅导技术、教育教学方法等，这些基于一定专业知识，根据国家、社会、组织、个人行为规律，处理特

定事务的管理、教育、设计、艺术技能等，都属技术范畴。

“技术”与方法论相关，解决 “怎么做”的问题。“软技术”与 “硬技术”一样，也是立基于一定专业

知识基础上的专业技能，需要专业知识支撑，以是否基于 “自然资源”和 “物理现象”判定某种技能是否属

于技术范畴，如同以是否基于 “社会实践”和 “社会现象”来判定某种技能是否属于技术范畴一样，并不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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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与 “对自然资源有意识、有目的地加工形成的智识成果”和建立于 “物理现象之上”的 “硬技术”相

比，“对社会实践有意识、有目的地加工形成的智识成果”和建立于 “社会现象之上”的 “软技术”不能被

排除在技术范畴之外。

从知识学视角看，将 “软技术”纳入技术范畴有其理论传统。阿瑟就将人类为满足自身需要而创造的各

种理性工具统称为技术①，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也认为技术是 “关涉产品制造、程序应用或服务供给的系统性

知识，这类知识可能反映在某项发明、某项工业设计或某项使用模型中，也可能反映在某个新的植物品种、

技术信息或技能中，或者反映在为设计、安装、运营或维护某项工程或为管理某个工商企业或其活动而提供

的专家服务或技术协助中”。② 埃吕尔则认为技术是 “在人类活动的每一领域中，经由理性获得的且具备绝对

功效的方法的总和”。③

从词源上看，“‘治理’的原意是 ‘掌舵’‘操纵’和 ‘指引’，其中暗含技术之义”。④ 苏格拉底将管理

视作技术范畴，他说：“我们叫他舵手，并不是因为他在船上实行航行，而是因为他有自己的技术，能管理水

手们。”⑤ 福柯也认为，“治理”概念含有面向被治理对象的技术之意，在治理概念原初使用场景方面，几乎

所有需要一定 “技术”的职业主体履行职业行为，都可使用 “治理”这一概念，只是在概念演化进程中，最

终被 “君主对国家的治理”这一应用场景所垄断。⑥ 可见，作为 “软科学”的治理技术属于专业化知识为基

础的技术范畴。

明确了治理技术的技术属性，本研究认为，技术治理是运用治理技术与科学技术实施治理的公共管理

范式。

首先，技术治理是包含治理技术治理与科学技术治理的复合概念。技术治理的 “技术”包括作为 “硬技

术”的科学技术，也包括作为 “软技术”的治理技术，技术治理因而并非仅指使用 “硬技术”、将硬技术作

为辅助治理工具的公共管理，而是统称运用 “软技术”的治理技术实施公共管理和运用 “硬技术”的科学技

术实施公共管理的治理范式。需要指出，汉语语义结构的复杂性使治理技术是具有双重词语结构和含义的短

语。一方面，治理技术是偏正结构，“技术”为 “正”，“治理”为 “偏”，“治理”是 “技术”的修饰语，

“治理技术”（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ｉｔｙ或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意为 “治理的技术”。另一方面，治理技术是动宾

结构，“治理”是动词，“技术”是治理活动所指向的对象，“治理技术”（Ｇｏｖｅｒ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意为 “对技术

进行监督与治理”。本研究所谓 “治理技术”是指 “治理的技术”。

其次，技术治理是一种公共管理范式。与权治、法治相对应，技术治理可以简称为 “技治”，但其内涵

不同于传统 “技治主义”的 “技治”。技术治理强调工具理性，追求治理效率和效益，更突出价值理性，关

注公共管理的公共性本质，追求更民主、更公正、更有效率，更具透明性、回应性和责任性的公共管理，是

实现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融合统一的 “民主的专治”：充分民主、专业治理的公共管理范式。⑦ 如果说 “权

治”是依靠权力意志实施公共管理的 “统治型”范式，“法治”是依靠法律规范实施治理的 “管理型”范式，

“技术治理”则是依靠技术方式实施公共管理的 “服务型”范式，通过治理技术和科学技术，服务于公共管

理的公共性、专业性需求。另一方面，就治理技术内涵而言，权治、法治都属治理技术范畴，以技术治理为

范式，对权治、法治同样具有解释力。

再次，技术治理与技治主义有本质区别。技治主义的核心观点是 “科学管理”和 “专家统治”，主张通

过掌握现代科学知识的技术专家用科学方法领导政府，治理和改造社会。⑧ 希望兼具政治权力与聪明才智的

“哲学王”采用 “科学管理”的方式治理国家，本质上仍然没有走出权治的窠臼。“科学管理”依然是 “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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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格里芬：《后现代精神》，王成兵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 １９９页。
ＷＩＰＯ牞 Ｌｉｃｅｎｓｉｎｇ Ｇｕｉｄｅ ｆｏ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牞 Ｇｅｎｅｖａ牶 ＷＩＰＯ牞 １９７７牞 ｐ ２８
Ｊａｃｑｕｅｓ Ｅｌｌｕｌ牞 Ｔｈ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牞 ＮＹ牶 Ａｌｆｒｅｄ Ａ Ｋｎｏｐｆ牞 １９６４牞 ｐ ｘ
彭亚平：《技术治理的悖论：一项民意调查的政治过程及其结果》，《社会》２０１８年第 ３期。
柏拉图：《理想国》，第 ２３页。
福柯：《安全、领土与人口》，钱翰、陈晓径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 １０４ １１２页。
陈宝胜：《公共管理模式嬗变中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江淮论坛》２００９年第 ４期。
刘永谋：《技术治理的逻辑》，《中国人民大学学报》２０１６年第 ６期。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Ｍｏｎｔｈｌｙ 第 ５７卷 ０３ Ｍａｒ ２０２５

治”或者说是 “权治”的工具，技治主义的核心实际上还是 “技制”，本质上是治理技术的实践性应用，属

技术治理的初级阶段。不同于技治主义强调技术专家掌握国家权力的精英主义、极权主义本质，技术治理强

调治理技术与科学技术在国家治理中的理性运用，主张实现一整套由治理技术和科学技术融合而成的全新治

理范式，其核心并非 “技制” （Ｒｕｌｅ ｂｙ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而是法治范式融入科学技术迭代升级形成的 “技治”

（Ｒｕｌｅ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三、技术治理的历史与现实图景

技术治理在传统公共管理实践中首先表现为治理技术的应用，在古代中国则表现为 “治国术” “统治

术”。春秋战国是中国古代思想繁荣期，百家争鸣不仅具有文化史的重大意义，更深刻影响着自古至今的中国

公共管理实践。诸子百家著书立说，周游列国，广收门徒，都以自家学说被帝王接受、上升为统治者治国思

想为目标。儒家 “仁政、德治、礼治”的政治理想，道家 “无为而治”的政策主张，法家所谓的 “法、术、

势”，实质上都在为统治者提供 “治国术”以满足君主治国的需要。宏观政治思想之外，古代中国还创造了

很多精妙的统治技术，从三公九卿制、三省六部制等中央官制，到九品中正制、科举制等官员选拔管理制度，

从巡狩、采风、监察等考核监督方式，到 《上律令》《考功课吏法》等考绩制度设计，这些治理技术既有效

提升了传统政治国家的治理效率与治理水平，促进中华文明向前发展，也使统治者得以驾驭群臣、剥削百姓，

巩固其政治统治，实现宰制天下的目标。某种程度而言，正是因为发展出了系统精巧的 “统治术”，传统权

治型治理才得以在不断的治乱周期率中在古老中国始终延续。

古代西方治理技术同样源远流长。早在古希腊时期，西方社会就已经形成了以法律和契约为主的人类社

会关系。作为古希腊的典范，雅典城邦民主制的突出特点是直接民主，由公民直接参与城邦治理。① 在法律

上，承认城邦的最高治权在公民集体；在实践中，城邦几乎所有官职都是集体职务，存在任期限制和职务集

体制。此外，古希腊人尤为重视法治和规则。荷马史诗描绘与记载了这种基于规则的治理技术，认为地位远

高于一般神灵的众神领袖宙斯同样受规则的约束，法律是城邦所有公民处理国家和个人事物的基本准则。古

罗马有民主制度痕迹，也有专制主义烙印，经历了从理想政体到暴政的演变。② 帝制时期的古罗马继承发扬了

西式 “神权”传统，宣称王权来自天神，是全民代表和统一的符号，国王拥有帝国最高权力。为巩固王权，

罗马帝国以行省制度、巡查机制行使对地方的管理和监督，帝国行政官员在各省中担任高级管理职务，按照

职级高低划分官员等级，实行职务轮流制，行政机构组织和管理高度精细化。罗马帝国制定了较为完备的法

律体系，行政官员需遵守系列法律和规定。统治者通过多种形式的奖励和惩罚措施确保官僚机构和军队的忠

诚与效率，通过赈灾与施舍等方式获取民众支持和信任。这些治理技术为中世纪欧洲的政治秩序奠定了基础。

相较成熟系统的治理技术，科学技术在传统公共管理领域的应用明显不足。古代中国创造了辉煌的技术

成果，四大发明、建筑水利、中医医疗技术都曾领先世界。为方便交通出行，人们发明了先进的造桥修路造

车技术，建造出人类桥梁建筑史上的明珠 “赵州桥”；为治理水患，建造了至今仍发挥重要作用的都江堰，

创造了水利技术应用的奇迹；为彰显皇家与官府 “威仪”，建造宏大森严的宫殿、官衙，供其享受、震慑人心，

故宫是其典型代表；为强化军队作战能力，发明了先进的冶炼铸造技术，等等；都表明科学技术应用于古代中国

公共管理的事实。然而，它们只是作为公共管理的辅助性工具应用于生产生活领域而非直接与国家行政行为相联

系，这种应用虽然间接服务并满足了公共管理的实际需要却仍带有较强的无意性、被动性与碎片化特征，并不是

公共管理对科学技术自觉的功能性应用，有时甚至还将科学技术视作 “奇技淫巧”加以贬斥、禁绝。

西方传统公共管理中的科学技术应用同样发展缓慢。工业革命带来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科学技术的公共

管理适应性不断增强。１８４４年，莫尔斯在美国国会议事厅发出世界上第一封电报，其后，电报技术迅速应用
于美国政府通信，极大提高了政府通信效率，这可以视作现代科学技术在公共管理领域的首次应用。１８７９年，
李鸿章在天津与大沽炮台之间架设电报电线，开启了清政府使用现代科学技术实施公共管理的开端。自此，

科学技术在公共管理领域的应用由无意、碎片化的被动应用逐步转向自觉、系统的主动性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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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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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石桃：《西方民主政治的发展及其反思》，《湖北社会科学》２００９年第 ７期。
参见晏绍祥：《古典民主与共和传统》上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 １６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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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治理技术兴起于西方。启蒙运动拉开公共管理现代化的序幕，思想家开始以人的视角观察国家，从

理性和经验而不是神学出发阐明国家的自然规律，打破了 “上帝”对世俗国家的统治，为国家产生于 “社会

契约”及现代 “法治”理论与实践创造了理论基础，对欧洲乃至整个人类世界的政治文明发展具有无可估量

的重要意义。以人文主义为核心，启蒙思想家推翻了传统神权政治的合法性基础，建构了社会契约的公共权

力来源理论，实现公共管理现代化的实践转向。其后，一系列现代治理技术被创制、应用。“三权分立”的

分权制衡理论、政治行政二分的行政学理论、科学管理理论、官僚制理论等，汇聚成系统的现代法治治理范

式，深刻影响并且必将持续影响人类的公共管理实践。

在学界与实务界的共同努力下，现代公共管理的治理技术日趋完善。以民主法治治理技术范式为统领，

运筹学、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决策技术、绩效管理等治理技术迅速发展，对公共管理、社会发展产生

巨大推动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开放包容的态势，根据自身革命、建设与改革发展实际，借鉴吸收西

方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经验，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政治制度、领导制度、决策制度等治理技术，

在中国式公共管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世界公共管理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法治治理技术是治理技术发展较为完备的高级状态，然而，面对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时代的公共

管理，法治治理技术的局限性日益突显。代议制民主内生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公共政策天然的滞后性、公共

服务需求信息的不完全性、公共权力监督的信息与技术难题、政府工作效率低下和民主价值缺失、民主参与

及监督的信息与表达困境等传统治理难题，数字鸿沟、新兴技术应用的负外部性、新兴技术的伦理挑战、风

险社会的社会冲突风险加剧、自然灾害频仍、日益频繁的应急管理面临信息与技术困境等新兴治理问题，都

使传统与现代治理技术面临 “不可治理”的挑战。面对这些挑战，现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应用于公共管理

的应用适用性不断提升，为解决治理技术面临的治理困境提供了可能。

２０世纪中后期，信息革命催生公共管理信息化改革，电子政府迅速发展，在知识爆炸性增长的时代，建
设信息高速公路、实施信息化治理似乎在一夜之间成为各国政府的一致行动。信息通信技术为主导力量，提

供了公共管理范式变革的技术基础，信息资源共享与决策分散化使社会团体与公众在社会权力结构中的地位

日益突显，为民主社会建设提供了有利契机。① 科学技术持续进步，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科学

技术不断涌现和普及，被广泛应用于政府决策、司法审判、市场监管、危机治理等诸多领域，科学技术在公共管

理中的应用逐步由从属、服务于治理技术的工具性角色走向前台，呈现出与治理技术深度融合的技术治理图景。

科学技术有效赋能公共政策过程，极大提升公共政策能力。由于政治心理、技术局限等复杂原因，传统

公共决策容易将普通社会成员排除在政策过程之外，使公共政策成为行政官员的 “闭门决策”，降低了公共

政策过程的公众参与度与支持率，有时甚至导致 “官民对立”，后者认为前者的 “黑箱”决策存在 “以权谋

私”，前者视后者的参与诉求和指责纯属 “刁民行为”，二者间存在较大张力。数据是有效决策的基础，公共

政策过程尤其如此。在传统治理决策技术背景下，公共政策决策数据的不完全性、决策数据的碎片化对公共

政策影响很大。知识、能力、时间的局限性也降低了公共政策过程的数据分析能力，影响公共政策决策效率

与执行水平。现代科学技术有效拓宽了公共发声渠道和参与途径。传统时代不可能实现太多人同时发声，但

微信、钉钉能让成百上千人同时在线表达。大数据技术具有远超人类的数据搜寻、存储、提取、分析能力，

能快速整理分析零星、无序、散落的数据，建立数据间的联系，发现其内在规律，快速计算出不同政策选项

的成本、收益和风险，已被深度应用于公共政策领域，有效提升了公共政策的效率与水平。

科学技术深度应用于司法领域，开始介入具有极高专业治理技术要求的司法审判工作。司法审判作为一

项专业化程度极高的智能治理活动，传统而言，人们难以相信人工智能可以涉足。与其相对，传统司法审判

中的冤假错案、审判人员滥用自由裁量权同样使 “人判”饱受诸多质疑。２０１６年，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与科
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实施 “２０６工程”，着手探索 “数据法院”建设，建立了包含法官办案智能辅助、裁

判文书智能分析、移动智能终端办案 Ａｐｐ等 ３５个子系统在内的大数据信息系统，该系统首创 “Ｃ２Ｊ”法官办
案智能辅助系统，通过 “类案推送”，适时向法官推送同类判例以供参考；首创裁判文书分析系统，运用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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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蔡琛：《西方公共管理改革的比较与借鉴》，《社会科学》２００２年第 １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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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计算、关联挖掘、分析预测等技术，帮助法官发现人工不易发现的逻辑错误、遗漏诉讼请求、法律条文引

用错误、证据缺失等问题，极大提高司法裁判及文书书写质量。① 尽管目前该系统还处于司法审判辅助性阶

段，但已较大程度减轻了办案人员与法官的审判压力，超越了传统科学技术应用于一般性社会治理的局限性，

开始走向专业性较强、智能化水平更高的司法领域，展现了科学技术应用于社会治理的无限可能性。

科学技术助力公共服务供给，极大提升公共服务供给的精准性与供给效益。２０１６年，浙江省杭州市开始
打造公共交通服务的 “城市大脑”，有效提高交通治理效率，成为城市管理部门缓解交通拥堵的 “神器”。其

后，杭州不断迭代 “城市大脑”，将其升级成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技术优化城市公共资源配置的

综合性城市治理系统。２０１８年，温州龙湾全面推广 “智慧停车云平台”违停预警干预执法系统，以大数据和

人工智能技术为底座，及时监测区域内街道路况，将全区所有停车场实时车位信息接入系统，车主在禁停区

域停车会触发行政执法机构的预警系统，平台即自动发出短信告知车主违停，同时向车主提示周边停车场空

闲车位信息，引导车主停入停车场，有效缓解了城市乱停车、停车难问题。近年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于医疗供给、教育事业、养老服务等领域，极大提高了医疗、教育、养老等领域的公共服务供给效率和供给

水平，形成完全不同于传统公共服务供给的全新 “技术＋”公共服务供给模式。
科学技术助力公共危机治理，极大提升了公共危机治理的确定性。风险社会的公共危机是制度性危机，

危机治理的制度化是现代公共危机治理的必然要求②，然而仅仅以制度来治理公共危机势必会陷入 “制度—

危机—制度”的循环，需要引进制度外因素来克服公共危机治理制度的内在局限性。于此，新冠疫情治理中

的大数据及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具有重要启示。新冠疫情防控过程中，基于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健康码可

以及时追踪、查询特定人员行程路线，精准定位接触人群，赋予黄码、红码，提示及时采取防控措施；“ＡＩ＋
ＣＴ”影像分析数字诊疗技术对疑似患者实现快速扫描，极大缩短了 ＣＴ读取时间。浙江通过电力大数据监测
各地复工复产情况，推动社会生产重回正轨；红外线热成像无人机可远程为居民测量、记录体温，无人驾驶

快递小车配送药品物品，避免工作人员上门登记、快递人员投送快递时可能的二次传染。新兴技术的广泛应

用，为精准抗疫、有效抗疫提供了有效支持。

科学技术深度融入规制监管领域，有效提升规制监管工作精准度。自然资源部利用卫星遥感系统，全面、

实时监测土地、矿产、森林、草原等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情况，对地表变化情况开展大数据分析，预警耕地

“非农化”“非粮化”等违法行为，提示所在区域组织现场核查、处理违法行为，及时上报核查处理结果，实

现耕地保护由 “事后发现、被动查处”向 “早发现、早预警、早查处”的智能监测监管转变，极大提升了耕

地监管保护效率。清华大学开发的 “水质指纹污染溯源技术”通过在水源地水体、重要断面、污水管网和雨水

管网等放置溯源仪，在应用层配套设置区域水污染预警溯源系统，建立了全链条区域水环境安全保障体系，可以

精准确定具体污染源，快速锁定污染源头，促进实现 “谁污染谁治理”，极大提高了水污染监管和治理效率。

浙江省的 “最多跑一次”改革将科学技术与治理技术相结合，治理技术方面梳理事项清单，再造工作流

程，科学技术方面，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打破部门信息壁垒，实现跨部门、跨层级数据共享；

建设政务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将政务服务事项 “搬上网”，实现线上申请、线上预审、线上办理、线上反馈，

让 “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智能化改造线下服务大厅，设综合窗口，实现 “一窗受理、集成服务”，群

众办理涉及多部门事项时无需重复提交材料，有效解决 “多头跑、来回跑”问题；提升政务服务智能化水

平，为群众提供个性化、智能化的精准服务，提高了工作效率，降低了办事成本，提升了政务服务体验，已

经被国务院采纳，向全国推广，堪称当前治理技术与科学技术结合形成的技术治理的典范。

四、从 “权治”到 “技治”：一个公共管理新范式

原始民主型公共管理外，公共管理历史实践主要经历了 “统治型”公共管理和 “管理型”公共管理，未

来将走向 “服务型”公共管理，其权力运行方式分别对应 “权治”“法治”和 “德治”。③ 从 “权治”到 “德

０８

①

②

③

崔亚东：《人工智能应用于治理》，《行政管理改革》２０２０年第 ６期。
陈宝胜：《公共危机治理的新制度主义阐释》，《南昌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０年第 ５期。
张康之：《公共管理伦理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 ９７ ９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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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描画了人类公共管理范式的历时样态。认为 “德治”是贯彻公共管理始终的伦理追求，人类未来将走

向 “德治”型公共管理，为探寻人类公共管理发展规律、勾画未来公共管理范式提供了一个理论视角。将治

理技术纳入技术范畴，运用权力来源、授权形式、权力结构及权力运行方式构成的政治权力系统分析框架①，

考察公共管理范式的历史变迁可以发现，技治同样是贯穿公共管理历史始终的关键要素，人类公共管理已经

经历 “权治”型公共管理、“法治”型公共管理两次范式转换，正在走向 “技治”型公共管理范式。

可以想象，人类从蒙昧时代走向文明纪元的过程中，对抗猛兽、猎取食物、组织生产、分配所得、争夺

领地等，都需要一定的组织和管理技术以应对来自自然的威胁与部族竞争，维系生存发展。斯时，具有 “超

凡魅力”“孔武有力”的首领利用人们对自然的无知和敬畏、结合自身人格魅力、暴力手段等，将自己神化

成神的代言人或自称为神，建构起 “巫魅型”治理秩序，使用各种初级组织管理技术促进内部合作以对抗自

然和其他族群，这些都是原始治理技术的创造性运用。与此同时，人们逐步学会制造使用生产工具和武器装

备，学会渔猎采撷、豢养畜禽、农耕种植，乃至占卜医疗，等等。由此，生产、生活、军事等 “科学技术”

开始萌芽、发展，并与原始治理技术一起，使人类在残酷的竞争中胜出，成为超越动物世界的 “文明”种

群。然而，此时 “科学技术”应用基本出于人类生存本能、生产生活需要，而不是 “治理技术”对科学技术

的能动使用，但正因有了治理技术的萌芽，原始科学技术才得以生成、发展与应用。换言之，原始粗糙的治

理技术是人类得以生存发展的重要条件，奠定了原始 “民主”或 “贤能”型公共管理的治理基础，使人类累

积起走向治理技术更趋成熟、组织化程度更高的 “权治”型治理范式的治理智慧，实现政治文明的 “迭代升

级”。② 可以说，以 “神权”为公共权力合法性来源、治理技术为主导性权力运行方式的原始技术治理是原始

公共管理有效运行、升级发展的基础逻辑，原始民主型公共管理是技术治理的萌芽形式和初级形态。

治理技术持续发展，原始超凡魅力的巫魅 “神权”被系统化为 “君权神授”的神权理论，原始粗糙的治

理技术也被迭代为系统的 “统治术”，采撷渔猎时代 “公天下”的原始民主型公共管理演变成农业社会 “家

天下”的权治型公共管理，人类进入 “国家治理”的统治型治理时代。这一时期，“权治型”统治者将自己

的统治权力神化为 “君权神授”，以此实现对被统治者的心理宰制，形成统治的合法性来源。在西方，奥古

斯丁、阿奎那等鼓吹国王是上帝的仆人、一切权柄都出自神，为宗教神权建立了系统的理论支持③；在东方，

几乎所有国家历史上都有自成体系的 “神权”来源。中国历代帝王都将自己神化成 “天”“神”在人间的

代表，自称为 “奉天承运”的 “天子”，商汤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周文王 “日月著身” “凤鸣岐

山”，刘邦 “斩白蛇而得天下”等，历代统治者都竭力塑造 “神权”来源的符号，以神权为自己的统治合

法性背书。

“‘在一个君主制的国家中，君王必须超出法律之上’……一个父亲或一个君主对于他的儿女或臣民的生

命、自由和财产据此享有绝对的、专断的、无限的和不受限制的权力，从而他可以任意取得或转让他们的财

产，出卖、阉割和使用他们的人身……他是一切的主人和所有者，他的无限的意志就是他们的法律。”④ 神权

加持之下，权治型统治者超脱于 “法律”之上，迭代升级公共管理组织技术、思想教化技术、制度设计技

术、仪式符号技术、绩效测量技术、奖惩激励技术、暴力支持技术等，对臣属官僚与社会民众实施由内而外、

从思想到身体、从观念到行为的系统性控制，形成以 “神权”为合法性来源的权治型治理范式。

人类文明持续进步，权治型公共管理范式的各项治理技术被 “祛魅”“赋魅”，人类进入 “法治”型公共

管理范式时代。批判神权政治，霍布斯、洛克、卢梭等建构起 “社会契约论”，为打破统治性国家的权治型

治理范式提供了理论基础。霍布斯认为，处于自然状态的人们享有自然法赋予的平等自由权利，但也可能会

陷入 “每一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而导致毁灭，为 “自我保存”，人们订立信约，放弃自我管理的权利，把

它授予 “这人或这个集体”，“按约建立的国家”由此产生。⑤ 洛克认为自然状态存在诸多缺陷，“为了人民的

１８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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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宝胜、李学敏：《资本主义政治文明形态话语逻辑的解析、批判与超越》，《学术前沿》２０２４年第 １１期。
陈宝胜：《公共管理模式嬗变中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江淮论坛》２００９年第 ４期。
徐大同主编：《西方政治思想史》，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 ８７页。
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７年，第 ９ １０页。
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年，第 １２８ １３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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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安全和公众福利”，人们愿意舍弃自然状态的自由，通过契约方式加入政治国家以 “保护自己的生命、

权利与财产”。① 卢梭则认为，“自然状态下妨害他们生存的阻碍通过阻力压倒了每个人使自己保持在这种状

态下所能使用的力量。这种初始状态不能持续下去；若不改变生存的方式，人类就会灭亡”，只有 “找到一

种组合形式，能捍卫每个结合者的身体和财产使之不受共同力量的损害，通过这种形式，每个人与所有人结

合在一起，只服从于他自己，和以前一样保持自由”，“社会契约就为这一根本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②

依据 “契约权”理论，公共管理的公共权力合法性来源于社会契约而非神灵意志，神权论、血脉论等传

统治理技术被 “祛魅”，“君权神授”“天命所归”“血脉传承”的传统统治合法性话语体系变成了契约选举、

“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天赋人权、人人平等”的话语叙事。自此，公共权力的本质是人民主权而非

神权，契约只是公共权力的授予方式。主权在民的公共权力合法性来源决定了公共权力必须服务于人民且必

须接受人民的监督，资产阶级思想先驱由此提出了 “三权分立”的权力结构设计，形成法治型公共管理范式

基本理论与实践框架，传统 “法制”治理技术被 “赋魅”，迭代成为被奉为现代国家治理圭臬的 “法治”理

论与实践技术；传统神权时代的愚民教化手段被 “祛魅”，变成文明启蒙、个性解放的公民教育技术；传统

“帝王心术”的统治术、管理术既被 “祛魅”又被 “赋魅”，升级成现代管理技术：传统民本思想被 “赋魅”为

“人民主权”，迭代成为现代民主理论与制度实践，传统官僚组织体系被 “赋魅”，演变成现代科层制理论与公务

员组织结构体系；作为一种治理范式的 “法治”型公共管理在世界范围内逐渐被接受、宣称、践行、完善。

基于现有知识理论和经验实践，“法治”型治理范式似乎已经触及国家治理技术所能达到的限度，以致

福山产生所谓 “历史的终结”的幻象。③ 然而，法治理论和实践同样存在自身无法克服的诸多缺陷。首先，

作为法治运行重要基础与保障的民主政治的有效运转需要理性公民基础，以解决多数人的暴政、投票悖论、

搭便车、乌合之众等难题为前提，但实践中的理性公民基础通常难以建立。其次，法治本身的相对稳定性和

确定性，与高度不确定性、快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之间存在较大张力，导致法治天然的确定性优势荡然无存。

最后，法由人制定且由人来执行，法治具体实施环节中存在信息不对称、机会主义行为、自由裁量权等现实

道德问题，有效的法治需要以德性为基础。④ “法治”治理范式的内在缺陷使其具有内在的 “不可治理性”与

“脆弱性”，决定了它并非如资产阶级理论家们所想象的那样完善与高明。⑤

进入 ２１世纪，世界风云变幻，“两个大局”时代的公共管理的风险性和不确定性与日俱增，对世界各国
国家治理能力提出挑战，近年西方国家内部治理实践以及世界范围的国际冲突显示，“法治”型公共管理范

式已经面临巨大困境。与此同时，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日新月异，应用与国家治理的场景适用性不

断增强，在人类公共管理实践中发挥着越来越为重要的作用，展示出其弥补法治治理技术缺陷、解决法治治

理困境的巨大潜能。技术治理的历史图景与现实实践已经表明，治理技术正全面拥抱、吸纳科学技术，或者说，

科学技术正日益走进、深入以治理技术为主导的公共管理领域，由传统分立离散于国家治理技术之外，处于服

务、辅助、工具性地位，走向与治理技术交叉互动、逐步融合，甚至 “反客为主”，呈现出左右治理技术发展走

向、主导公共管理过程的发展趋势，一个以治理技术与科学技术深度融合形成的技术治理时代已经来临。

从公共权力合法性来源的视角发起对神权政治的批判，建构起契约权理论，还原了公共权力合法性来源

的人民主权本质，为现代法治理论与实践奠定了合法性基础，这是资产阶级政治哲学家对人类政治文明发展

的重大贡献。然而，如同 “神权”政治拿不出神授君权的 “神旨”一般，“契约”政治也拿不出人类契约立

国的 “原始契约”，事实上，无论神权政治，还是契约政治，都是对公共权力合法性来源的理论性、技术性、

理想性解读，而非公共权力合法性来源真实实践的映射。⑥ 实践中，“主权在民”只是 “自然法”的基本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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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洛克：《政府论》，刘晓根译，北京：北京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 ５８ １１７页。
卢梭：《社会契约论》，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 ３ １９页。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Ｆｕｋｕｙａｍａ牞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ａｓｔ Ｍａｎ牞 Ｎｅｗ Ｙｏｒｋ牶 Ｆｒｅｅ Ｐｒｅｓｓ牞 １９９２
张康之：《历史演进中的法治以及当前的困难》，《探索》２０１７年第 ４期。
陈宝胜、李学敏：《资本主义政治文明形态话语逻辑的解析、批判与超越》，《学术前沿》２０２４年第 １１期。
实践中，“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对公共权力来源或者说公共权力授予形式的真理性认知，暴力是公共权力的真实来源，或者说暴

力才是权力获取形式的终极手段与稳定政治秩序的终极保障，但以暴力作为公共权力来源的话语逻辑，不利于政治秩序稳定，且以

暴力作为公共权力更迭的手段与保障的社会成本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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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人民主权从来都只是一种真实的理想，“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才是对公共权力合法性来源或者说公共权

力授予形式的真理性认知与表达，力量才是公共权力合法性的真实来源，是公共权力授予与获取形式的终极

手段和稳定政治秩序的终极保障，但以力量作为公共权力合法性来源的话语逻辑，不利于政治秩序稳定，而

且以力量作为公共权力更迭手段与保障的社会成本过高，文明的政治话语不应将力量作为公共权力合法性来

源的基础性逻辑。

“人类知识和人类权力归于一。”① 公共权力是对公众的影响力。力量之外，能对公众产生影响力的，主

要在于知识，或者说，力量也源自知识，源自对知识的有效运用。审视治理技术与科学技术在政治、经济、

社会中的实践性应用发现，治理技术与科学技术依赖于其对管理规律与科学规律，特别是对公众心理、行为

规律的知识性把握，能够利用这些规律性知识，对公众心理、行为产生强大影响，形成事实上的公共权力。

不论公共权力机构运用管理技术与科学技术形成的公共影响力，即便私营机构，国内如华为、抖音、微信，

国外如星链、Ｆａｃｅｂｏｏｋ、Ｘ等，早已因其先进的科学技术与高超的运营技术对公众产生了事实上的影响力。塞
勒与桑斯坦的研究也无可辩驳地表明，通过 “助推”，可以在不需要强迫的情况下引导人们做出 “更理性的

选择”②，即是说，“助推”之类的治理技术运用其对人们心理与行为规律的知识性把握，可以对人们的心理

与行为产生巨大影响力。可见，知识即权力，技术治理型公共管理范式的公共权力来源于科学技术和治理技

术所承载的知识，知识是 “技治”型公共管理的公共权力合法性来源基础。

综上，从 “权治”型公共管理到 “法治”型公共管理，再到 “技治”型公共管理，遵循着由 “神权”

到 “契约权”再到 “知识权”的公共权力合法性来源的范式转换，分别对应着传统农业社会的统治型行政、

现代工业社会的管理型行政以及后现代社会的服务型行政三个历史阶段、三种类型的公共管理：农业社会的

权治型公共管理范式以神权为公共权力合法性来源，通过作为技术治理初级形态 （治理技术低级形态）的权

治型治理技术实施公共管理；工业社会的法治型公共管理范式以契约权为公共权力合法性来源，通过作为技

术治理中级形态 （治理技术高级形态）的法治型治理技术实施公共管理；技治型公共管理范式则以知识权为

公共权力合法性来源，通过治理技术与科学技术融合形成的技术治理实施公共管理。

审视神权政治与契约权政治，它们都是思想家与实践者立基于对神秘自然及社会心理与行为规律的知识

性把握与运用而形成的公共影响力，神权与契约权的根源也是知识权，只是相较权治与法治，技治是知识权

把握与应用的高级阶段，拥有前两者无可比拟的显著优势，具有超越神权与契约权的政治哲学理论基础。权

治和法治阶段，科学技术在公共管理中的应用属 “离散式”在场，并没有成为公共管理主导性治理方式的能

动要素，没有被作为公共管理主导性治理方式的治理技术自觉地、目的性地、结构性地运用于公共管理实践、

直接作用于治理对象。进入技治阶段，科学技术成为公共管理主导性治理方式的能动要素与结构性组成部分，

被作为公共管理主导性治理方式的治理技术自觉地、目的性地、结构性地运用于公共管理领域、直接作用于

治理对象，以知识权为合法性来源的技治型公共管理范式由此形成。进而言之，权治型公共管理、法治型公

共管理只是技治型公共管理从低级形态到高级形态、内涵逐步丰富的阶段性呈现，将技术治理视作基础性公

共管理范式具有理论解释力，人类公共管理发展史本质上就是技术治理发展史。

五、结论与展望

承认治理技术的技术属性，技术就是包括治理技术与科学技术的复合概念，具有完全不同于传统狭义科

学技术的宽广、深刻内涵。将治理技术纳入技术范畴，意味着传统治理实践所创造的统治、管理、治理方法，

如 “统治术”“帝王心术”以及专业化机构设置、官员分级、巡视监察乃至现代民主法治、绩效管理等治理

方式，都属治理技术范畴。随着科学技术变革持续深入，传统主要用于生产生活、被作为治理技术辅助性工

具的科学技术在公共管理领域的应用日益广泛，以科学技术应用为内涵的狭义技术治理被逐渐认知，使广义

技术治理从传统被治理技术遮蔽到逐步走进治理技术、走向治理前台，呈现出治理技术与科学技术深度融合

的技术治理型公共管理范式。构建并研究技术治理实践与理论范式，不仅对人类公共管理发展、保证公共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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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培根：《新工具》，许宝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４年，第 ８页。
塞勒、桑斯坦：《助推》，刘宁译，北京：中信出版社，２０１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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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公共性取向、提升人类福祉具有重要理论与实践价值，对超越西方政治学理论、构建中国自主政治学、

公共管理学知识体系亦有重要理论与实践价值。

从原始公共管理的 “民主”“贤能”型治理技术，到 “统治型行政”“管理型行政”时代的 “权治”“法

治”治理技术，再到当前已经初现端倪的技术治理，人类公共管理从初级形式走向高级形式，完成了从野蛮

落后逐步走向理性成熟、从治理技术与科学技术分立、离散逐步走向互动融合的迭代跃迁。其中，权治是治

理技术应用的低级阶段，而法治则是治理技术应用的高级形态，是治理技术逐步走出野蛮、落后、非理性，

日益走向成熟、系统、文明、理性的阶段性呈现，两者都属技术治理范畴，是技术治理从单一治理技术应用

到治理技术与科学技术深度融合发展的阶段性呈现，体现了从神权到契约权再到知识权的公共权力合法性来

源的范式转换，具有深刻的政治哲学意蕴。

技术治理时代，知识权取代契约权成为公共权力的直接来源，但这并不意味着公共权力的终极源头发生

改变，根源于知识的技术性运用所获得的社会所交付的自然权利①，公共权力的本质仍然是 “一切权力来源

于人民”的人民主权原则。然而，“神权”“契约权”“知识权”只是实践中获得公共权力的技术性手段，是

对人民主权的实践性遮蔽。公共管理历史实践与理论研究表明，没有对公共权力实际运行状态的洞察与警惕，

主权在民、民主法治可能只是停留于主观愿望的理论想象。构建技术治理理论范式正是基于对公共权力运行

的实践性把握，期望从理论层面揭示公共管理与公共权力运行的真实情境，特别是洞察技术治理时代公共管

理与公共权力运行的实践状态及可能趋向，为有效利用技术治理增进人类福祉、防止技术治理可能的误区与

问题提供理论启示。

技术治理时代，治理技术与科学技术融合形成的技术治理具有传统治理方式无可比拟的巨大优势。首先，

技术治理可以最大限度削弱公共政策过程中的自由裁量权与人为因素，增强公共政策过程的科学性与有效性。

源于高度发展的治理技术与科学技术优势，技术治理能最大限度搜集与分析公共决策相关数据信息，预测社

会运行走向与决策影响，最大限度改变传统决策信息不完全的弊端，实现公共决策科学化；可以有效对接社

会需求，作出精准决策，提高公共政策过程的有效性、公平性。其次，技术治理能有效拓展公共参与渠道，

极大提升民主政治发展空间。时空局限性使民主政治公共参与的人数、时间、空间受到极大限制，传统公共

管理不可能在万人、十万人、百万人基数下听取所有人充分表达、进行民主决策，但现代通信技术、大数据

技术使其成为可能，未来技术治理可以充分收集、分析海量公民意愿和诉求信息，可以让万人、十万人、百

万人在虚拟空间充分表达、投票决策，实现最大程度的民主政治。再次，技术治理能够通过科学化的程序规

定与精准性的系统监控，实现高效能的政治监督。治理技术可以不断优化公共管理程序，将人的因素限定在

最小范围，降低公共政策过程中的自由裁量权以避免公共政策 “黑箱”，可以精准监测公务人员及其相关人

员的行为轨迹、收入支出、财产状况，实现对公共人员的全方位、立体化、全过程监督，防止其滥用权力，

实现透明政治、清廉政治、公正政治。最后，技术治理可以有效监控自然与社会运行风险，提高公共管理与

社会运行的确定性。风险社会的高度不确定性是当代公共管理面临的巨大难题。英伟达公司数字孪生地球计

划为模拟地球运行、降低自然环境的不确定性提供了有效预期，大模型与元宇宙技术则为模拟社会运行状态

提供了可能。

尽管存在诸多优势，但技术治理同样存在诸多需要关注的问题。首先，技术治理可能会导致 “技术排

斥”与 “技术鸿沟”。技术治理既可能衍生出专家政治，还可能出现技术巨头把持公共政策过程，故意将更

多人排除在决策之外的情况，缺乏技术能力的弱势群体还可能会被迫退出劳动力市场，技术进步产生的 “技

术排斥”与 “技术鸿沟”不可忽视。其次，技术治理时代必然面临信息安全与隐私保护问题。技术治理时

代，人类享受便捷技术福利以同意向技术让渡部分权利为前提，个人身份身体数据信息、经济状况、消费习

惯、兴趣爱好等在强大的技术面前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数据安全、隐私保护是技术治理时代必须正视的重

要问题。再次，技术治理面可能存在技术异化风险。技术治理时代，掌握技术的人即拥有了掌握了公共权力

的能力。尽管目前政府仍是公共管理这一重要公共产品的垄断供给者，但技术治理进步可能会使技术拥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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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神权政治时代根源于 “神权”及其配套治理技术对人的自然权利的遮蔽与剥夺，在契约政治时代则根源于每个人因契约而让渡的

自然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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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传统政府机构无法比拟的公共服务产品供给能力，这可能会导致技术巨头野心扩张，出现滥用知识权的

“技维坦”问题，甚至会出现觊觎公共权力的机会主义行为。

上述问题之外，技术治理可能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公共权力与技术治理合谋所形成的 “治理茧房”。算法

时代，人们能看到的信息并非是其喜欢看到的信息而是算法希望让人们看到的信息。依托算法与数据能力，

技术治理能精准掌握受众兴趣领域，进而精准推送特定信息，诱导其形成 “信息偏食”，陷入 “信息茧房”。

“信息茧房”在政治领域产生的负外部影响是技术巨头或公共权力的拥有者通过对信息的操纵使被受众或者

说被统治者生活在虚假空间中，实现对被统治者思想控制，增强受众政治极化心理，催生民粹主义情绪。① 助

推理论告诉我们，通过设置特定情境可以在不需要强迫的情况下引导人们做出 “更理性的选择”，这种 “更

理性的选择”显然是 “助推”运用者希望或认为的 “更理性的选择”而未必是人们的真实意愿、符合其真实

利益，特别是组织化的公共权力可能会出于控制与削弱社会变革力量的目的，以特定 “助推”技术将符合公

共性要求的治理技术与科学技术排斥在技术治理实践之外，阻碍技术治理的公共性发展趋向，或出于控制社

会的目的，以组织化的公共权力与技术治理共谋，实现对社会的全面控制，使社会和个人作出自以为理性实

则是完全非理性的行为，对技术治理来说，这是最值得警惕与防范的趋向。实践中，技术治理要以民主制度

作为前提，亦即要用民主、法治的方式确定技术治理的场景、规则与评价方式，遏制其可能的负外部性影响，

使技术治理真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促进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地发展。

〔本文受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为浙江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重大项目 “政

治文明新形态”（ＺＴ２２ＷＴ１３）、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 “重大风险事件中的网络社会心态及引导研究”

（２２ＪＺＤ０２８）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王胜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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